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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经典问题，也是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国际地理学研究中

具有突出贡献的命题。人地关系在动态演变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时代内涵，如何科学表征中

国现代人地关系的状态，是精准认知现代人地关系进而寻求协调人地矛盾路径的基础。基于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梳理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人地关系综合评价

的理论框架，从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核心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力度以

及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4个层面选取表征指标，秉承分级评价、逐级修正的思想，以县级单元

为基础对全国层面的人地关系状态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明显

的东西分异性及依托核心城市群布局的特征，而核心资源要素的综合支撑能力空间布局较为

分散，且土地、水、核心能矿资源以及人类活动强度四者之间的空间错配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紧密区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两侧及青藏

高原西南部，全国层面上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不高，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经

济发达地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全国大约85.56%的区域人地关系状态以宽松为主，但是局部

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地矛盾突出，西部地区人地关系相对宽松，但人地系统演进的等级

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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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地关系的经典解释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1-3]。在英语国家
多是以“人类与环境系统”（Human-Environment system）来表达人地关系[4-5]，而不是中
国学者最常用的“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财富积
累伴随着巨大的人地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为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及结构变化对有限的
资源环境基础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人口数量庞大、发展需求强烈的发展中
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尤其是自近代地理学兴起以来，人类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一直是
地理学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1]，并形成了包括环境学派、区域学派、景观学派、可持续科
学等一系列对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时至今日，战略资源争夺、区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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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失控、粮食安全保障、气候变化、城市无序扩张、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日益

严重的全球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3, 6]。人地关
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将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
各个发展阶段，并越来越广泛的受到社会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复杂科学等交叉领域
的关注。事实上，中西方在不同的文化及社会背景下，人地关系研究侧重点存在着学科
上以及视角上的差异。西方国家的研究视角从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变化开始转向城市安
全、城市环境变化、贫困与环境问题、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灾害等相对更加具体的方面[3, 7]。
但相比于西方，中国的人地关系研究更加注重宏观政策视角的实证分析，并形成了以地
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为主导的人地关系研究核心。吴传钧是中国人地关系理论的奠
基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关
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 8]。以陆大道、樊杰等为首席科学家的人文经济地理团队是当前中
国人地关系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逐渐成为中国人
地关系研究的特色，并在中国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文明建设和战略环境评
价等国务院颁布的重大国家战略中产生了重要影响[9-11]。

综合已有人地关系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偏向从定性视角开展人地关系的内涵、思
想演变、核心特征、研究范式及资源环境基础等方面的研究[12-16]，直接关注人地关系状态
的较少，导致人地关系研究成果多缺乏定量计算的科学性[17-18]。随着计算机技术逐渐普
及，相关研究视角才逐步向定量评价及模拟研究转变[19-22]，樊杰提出的基于地域功能学说
的主体功能区划和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0, 23-25]。然而，正如吴传钧
先生所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而成的复杂开放
巨系统[1]，需要长期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才能把握其内在的复杂性，同时研究出精致的
评价方法[19]。目前中国关注人地关系综合评价的定量研究仍相对不多，多数是从某一个
特殊视角切入，研究人类要素和地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26-27]、
能源消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28-29]。在并不多见的人地关系综合评价研究中，多数是基于
传统方式，从社会经济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出发构建指标体系，直接评价人地关系的状
态，较少涉及对现代人地关系核心内涵表征的讨论，进而较少关注到人地关系区域转移
的现代特征。由于时代发展不断赋予人地关系新的内涵，在进行现代人地关系研究时，
必须结合时代特征重新理解人地关系及其各要素的真实内涵[19]，否则得到的结果可能偏
离实际较多。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过于依赖构建耦合度、协调度或耦合协
调度模型的现象[30-31]，理论模型创新和定量方法成为相关研究取得突破的瓶颈。从研究尺
度来看，多数研究关注某一个区域或流域的人地关系状态评价，如沿海地区、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浙江省、西安市等[32-37]，相对缺乏从全国层面对人地关系状态的整体把握，尤
其是基于县级尺度开展的相关研究，导致对中国现代人地关系宏观层面的认知相对不足。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迅速。但是，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
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少数平原地带。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与资源承
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如何科学评价人地关系的状态成为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研究的核
心问题，也是未来协调人地矛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话题。如何解析人与自然
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程度，评估人地系统的状态对中国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尝试建立一套理论模型和技术流程，既能兼顾中
国人地关系的复杂性和时代特征，同时满足评价和计量指标的简洁性和研究方法的普适
性。最终确立了基于县级单元数据对国家层面的人地关系状态进行多要素综合的分级分
类定量评价方法，以期从宏观层面增加对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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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理论框架
人类活动主体和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其复杂性表现为主

体和环境内部各要素间、要素不同组合间以及主体和环境之间作用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特别是随着人类活动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作
用关系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因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提升，相互作用的方式与机理
也愈加复杂。从系统内部功能来看，人类及其社会经济活动在人地系统中始终占据主动
地位，并且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影响地类要素的能力不断提高，进而在人地
系统中的主动性愈发增强，成为主导人地关系状态及其演进方向的核心力量。尤其自跨
入机械化大生产时代以来，人类开发、改造和利用地类要素的广度和深度均空前增加，
人地关系也动态地表现为人对地的压力强度持续增加的过程。而“地”在人地系统中的
角色相对被动，主要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场所和资源要素支撑。因而，人地关系状态最
直观的表现是，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压力和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的匹配程度。

在人地系统中，“地”并非总是被动的压力承受者，其承压能力并不会伴随着人类活
动强度增加而无限增长，它通过生态环境系统约束人类活动强度和调节资源要素供给能
力的方式，影响人地关系状态。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
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性对人地关系状态调整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人地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愈发凸显。人地关系已经不依附于特定地域，而以“流”的形式形成
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周围甚至更远地域之间不断进行交换。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广受瞩目的高铁建设，现代人地系统的开放性不断强化，人口
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性转移和资源要素跨区域调配的能力不断提高。现代人地系统的
这一特征实质上是对局地人类经济活动
压力和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重新匹配，
进入了“一方水土养几方人”或“几方
水土养一方人”的时代[37]。即人地关系
呈现出区际转移的新时代特征，这是开
展现代人地关系评价不可忽略的重要方
面。综上所述，现代人地关系的实际状
态应该是人类活动强度、资源要素支
撑、生态环境约束以及区际转移等多方
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图1）。

基于以上思考，首先从人地系统中的人类活动强度和资源要素支撑出发，评价人地
关系的压力—承载状态。其次，秉承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对研究单元的生态环
境约束能力进行分级评价，并据此对压力承载状态进行修正。再次，考虑区域人地系统
的开放程度，区域的开放程度越高意味着人地系统中资源要素的供给范围越大，压力承
载的转移能力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疏解区域内压力承载的紧张程度。为此根据区
域开放程度对人地关系状态进行进一步修正。

本文借鉴主体功能区的分级分类思想，在具体数理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确定了人
地关系评价的分类流程（图2）。在人类活动强度、资源要素支撑、生态约束和开放程度
的定量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借鉴“Nature Breaks”的分类方法分别进行分级评价，以降
低主观判断的影响。根据结果将人地关系状态分为极度宽松、相对宽松、基本协调、相

图1 本文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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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张和极度紧张5个等级。进一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要素的承载能力，将
基本协调细分为高级协调、拮抗协调和低级协调3个等级，以反映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下
人地关系的综合状态。若人地系统中两类核心要素均处于较高等级，即高要素支撑能力
下的高经济社会发展等级，则意味着区域处在高级协调状态。低要素支撑能力下的低经
济社会发展等级，意味着虽然区域人地关系处于协调状态，但人地要素所处的等级较
低，称之为低级协调。若两类要素均处于中等级别或者一高一低/一低一高级别而达到的
协调状态称之为拮抗协调，即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相互牵制，此时人地关系状态还相对
不稳固（图2）。

2.2 指标选择与集成
结合理论框架，从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生态环境系统约束

力度和人—地系统开放程度4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如前所述，本文尝试着建立一个简
单、可操作性强的评价方法体系，来刻画复杂的人地关系系统。
2.2.1 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 人类活动是人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人地关系
状态影响最大的就是经济、人口和开发强度。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和
国土开发强度3个高度凝练的指标作为人类活动施压强度的核心指标，通过求三维矢量
距离的方法综合3项因素的共同效应，将其等权重加权处理，以尽可能反应不同区域在
经济、人口和国土3个维度的差异性及其共同作用。其中，人口集聚度，用来评估区域
现有人口集聚状态，采用县域人口密度来反映；经济集聚度，反映单位面积承载的经济
强度，由“地区生产总值/面积”计算获取；国土开发强度，因建设用地是人类活动改造
地表最剧烈的地方，用建设用地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例衡量。

MAIi = 1/3(MIi
2 + EIi

2 + LIi
2)

MIi = Pi /Ai

EIi = Ei /Ai

LIi = Ci /Ai

（1）

式中：MAIi代表区域 i的人类活动强度；MIi、EIi、LIi分别代表区域 i的人口集聚度、经济

图2 研究的技术流程
Fig. 2 Technique process of th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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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度和国土开发强度；Pi、Ei、Ci、Ai分别为常住人口总量、经济总量、建筑用地面积
及区域总面积。需注意的是，经济集聚度和国土开发强度是相对的概念，中国不同区域
土地面积差异较大，可能对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全国层面人地关系的状
态评价研究，经济集聚度和国土开发强度主要反应单位土地面积的压力承载状态，相比
其他指标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2.2.2 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 资源要素门类众多，是人地系统健康持续演进和人类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保障和重要支撑。因为研究的限制，难以对所有的资源要素进行评价，中
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因此选
取这3种资源分别从单要素视角和要素综合视角对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进行评价。为消
除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差异，选取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量、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和人均
可利用矿产资源量3类量化指标。其中，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量，由适宜建设用地面积/
常住人口计算获取，主要原因在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类活动压力强度最大的区域在
于适宜建设用地，因此人均适宜建设用地的承载更能直接反应要素的承压能力；人均可
利用水资源量，通过本地及入境水资源量和可开发利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两个指标
构成，由可利用水资源量/常住人口计算获取；考虑数据可获取性，以地区人均能矿开采
工业的生产总值指标表征能矿资源的支撑能力。鉴于土地、水和能矿资源均为人类经济
社会活动的核心支撑要素，将其作等权重处理。

RLCi = 1/3[L(P)i
2 + W (P)i

2 + M (P)i
2]

L(P)i = Lsi /P =[(G∩A)-(Awi + Afi + Agi + Adi + Ari + Ali)]/Pi

W (P)i = Wsi /Pi =[(Wsd + Wud)]/Pi

M (P)i = Msi /Pi

（2）

式中：RLCi、L(p)i、W(p)i、M(p)i分别代表资源综合承压能力、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量、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和人均可利用能矿资源量；Lsi代表适宜开发利用土地面积，通过坡
度（G）、海拔（A）等自然地理条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叠加后获取，即在适宜人类活动
的地域空间内去除水域（Awi）、林地（Afi）、草地（Agi）、沙漠（Adi）、限制（Ari）和禁止
开发区（Ali）面积；Wsi代表可利用水资源量，Wsd和Wud分别代表多年平均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Msi代表可利用能矿资源量。
2.2.3 生态环境的约束力度 生态环境系统制约是表征区域生态环境系统脆弱性和结构功
能重要程度以及环境容量的综合性指[38]。生态环境系统是人类活动负面产物的“汇”，也
是人地关系状态的重要反馈标准。当环境系统中的各项指标分级越高（高压状态），系统
越易处于失衡状态。兼顾环境系统发展上限，以生态环境质量不受损为底线的评价原
则，采用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和环境容量三项约束性指标，以综合考评环境对区域
人—地系统的约束力度。该部分指标的选取及集成借鉴了徐勇等[38]以及“全国生态环境
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39]的部分成果，这些评价的核心思想与
本文所提出的生态环境约束力度在理论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生态环境系统约束力度的集
成方程如下：

E = fmax {ECOv, ECOi, EC}

ECOv = max{Sv, Rv, Dv, SSv}

ECOi = max{WCi, SCi, WSCi, BMi, SEi}

EC = ECs -ECc

（3）

式中：ECOv代表生态系统脆弱性；ECOi代表生态系统重要性；EC代表环境容量；Sv、
Rv、Dv、SSv分别代表土壤侵蚀脆弱性、石漠化脆弱性、沙漠化脆弱性和土壤盐渍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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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WCi、SCi、WSCi、BMi、SEi分别代表水源涵养重要性、土壤保持重要性、防风固沙
重要性、生物多样性重要性和特殊生态系统重要性；ECs代表国家划定的环境达标标准，
ECc代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通过大气对典型污染物的容纳情况反映。
2.2.4 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 随着现代中国人流、物流的时空流动性增强，区域内部人
地关系状态受其他区域的影响愈来愈大。因而，本文设计了衡量人地系统开放程度的评
价指标，通过反映区域与外界的联系紧密性和便捷性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状态对外的转
移能力。用交通可达性和区际转移能力两个指标衡量，其中区域交换能力因数据获取难
度，以区域人口转移为具体衡量指标。基础设施扩大了区域经济生活所需资源的范围，
从侧面提升了区域自身的资源承载力，也增大了区域环境风险的转移能力。借鉴金凤君
等学者对交通可达性的研究成果[40]，从“质”“量”“势”3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包括路
网密度、等级、客货运能力、距离不同类型及等级交通干线的距离等；人口流动是人地
关系区域转移的重要诱因之一，用净人口迁移量表示。

MLOi = 1/2 (T 2
i + MP 2

i )

Ti =∑
i = 1

e

(Di × w1 + Ci × w2)

MPi = IPi -EPi

（4）

式中：MLOi、Ti、MPi分别代表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交通可达性、人口净迁移量；
Di、Ci、w分别代表路网密度，交通干线影响程度和权重，参考文献[40-41]确定；IPi、EPi分
别代表人口迁入和迁出量。因Ti和MPi具有不同的量纲，因此对不同量纲进行标准化之后
进行分析，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2.3 数据来源

本文评价过程涉及大量的数据源，主要来自国家级、省市级、县级统计年鉴、统计
公报和遥感解译等。具体包括：《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
中国六十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水利年
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等。此外，部分可利用水资源数据
来自各省市的第二次水资源综合评价成果。还涉及“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提供的遥感解译数据、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和地形地貌数据等，部分数据也通过查阅
相应的县级年鉴及县级统计局网站获取。本文涉及指标较多，且各地的指标统计完整性
差别较大。根据数据的可获取程度，评价主要以2015年数据为准，部分省份和地级市的
统计指标缺失，以可获取的最近年份为准。个别难以获取数据，通过空间插值计算得到。

3 研究结果

3.1 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
就全国尺度而言，高强度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并不大，全国83.34%的国土上人类活

动强度较低（图3）。在全部评价单元中，688个县的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占全部国土面
积的不到 10%，其中受极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国土面积仅占 2.36%。空间布局上，人
类活动强度整体呈现非常明显的东西分异规律，约99%的高强度人类活动集中在东部地
区，而西部绝大多数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现代中国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格局仍基
本贴合胡焕庸线。此外，城市群地区是人类经济活动集聚的核心空间载体。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海峡西岸和山东半岛这8个国家级或区域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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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内共集聚了全国67.40%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和72.23%的极高强度人类活动（表1）。
尤其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这5个国家级城市群为主，集聚了全
国43.73%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和53.45%的极高强度人类活动。其中，仅长三角地区的集聚
量就分别高达16.78%和25.40%，成为全国高强度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区域，京津冀地区的
集聚量分别为10.25%和11.01%，是中国高强度人类活动集聚的第二大区域，山东半岛地
区以13.08%和8.33%的比例位居第3。而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如兰西、天山北坡、宁夏沿
黄等，绝大多数区域的人类活动强度较低。

就区域尺度而言，以上几个区域内部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占比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区

图3 2015年中国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
Fig. 3 Geography of human activities intensity in 2015

表1 典型城市群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分布格局
Tab. 1 Human activities intensity in major urban areas

城市群名称

海峡西岸

京津冀

山东半岛

长三角

珠三角

中原

成渝

长江中游

呼包鄂榆

黔中

兰西

天山北坡

宁夏沿黄

极弱(%)

0.00

32.71

0.00

1.24

2.01

3.25

32.27

6.07

67.60

29.37

65.87

89.47

86.88

较弱(%)

46.28

30.12

0.00

18.18

47.82

24.99

25.29

44.29

27.98

60.55

32.91

8.63

8.82

一般(%)

30.29

9.07

23.39

32.60

23.17

24.08

23.58

34.21

2.04

7.10

0.00

1.73

1.44

较强(%)

11.82

19.54

62.78

27.39

8.65

40.19

16.03

11.81

1.42

2.76

0.96

0.18

2.85

极强(%)

11.61

8.56

13.83

20.59

18.36

7.50

2.84

3.61

0.95

0.23

0.2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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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中，长三角地区受极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面积高达20.59%，是全国高强度人类
活动影响最大的区域，珠三角以18.36%的极高强度人类活动比例位于第2。山东半岛和
海峡西岸分别以 13.83%和 11.61%的比例居于第 3和第 4，京津冀以 8.56%的比例位于第
5。值得注意的是，若将人类活动强度等级中“较高”和“极高”两个等级统称为高强度
人类活动，则山东半岛内部有高达76.61%的区域正在承受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原
城市群也以47.68%的比例基本和长三角（47.98%）持平，成为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第
三大的区域。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以 28.10%和 27.01%的比例位于第 3和第 4。但进一步
比较人类活动活动强度的单要素指标会发现，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高强度人
类活动主要源自人口的高度集聚，而其经济密度和国土开发强度均低于3个国家级城市
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自区域内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
的区域面积也分别达到23.43%、18.86%和15.43%，未来伴随国家城市群发展战略落实，
这3个城市群内部的人类活动强度很有可能持续增加。

现代中国的高强度人类活动还具有沿海、沿江、沿核心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同时依
托交通枢纽点状集聚的空间分布特性。即除了城市群之外，交通干线也是高强度人类活
动发生的核心空间载体。东南沿海一代，陇海、京哈、京广、京九等重要交通线，黄河
及长江中下游沿线地区，都是高强度人类活动呈现条带状分布的重要依托。核心交通枢
纽地区，如郑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均集聚着高强度的人类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
迎合了中国自20世纪末期逐步实施的“π”字型国土开发战略。不可忽视的是，高强度
人类活动在少数区域的集中布局也为人地冲突的集聚爆发埋下了伏笔。
3.2 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

因水、土和不同能源矿产资源空间分布的不一致性，导致了资源要素的综合承压能
力在空间上呈现分散的特征。全国范围内核心资源要素综合承压能力较强的区域约占
36.88%，其中极强的区域占10.76%；综合承压能力较弱的区域占28.50%，其中极弱的占
7.90%；还有近1/3的区域资源要素综合承压能力一般。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各种资源要素
的空间配置差异性较大。但总体来说，东北延边地区及长江沿线以南地区的资源综合承
载能力相对较强。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云南及广西内部的资源综合承
载能力“较强”或“极强”的区域占比均超过50%。资源综合承压能力“较弱”的区域
多位于东南沿海及长江黄河沿线的中部区域。山东、河北、安徽、湖北、浙江等省市的
资源综合承压能力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先进、人口高度
集聚的核心省市的资源综合承压能力也相对较弱，尤其以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为甚，
其界内几乎没有支撑能力“较强”或“极强”的区域，天津和重庆的综合资源承压能力
虽然稍高于北京和上海，分别有13.63%和27.79%的区域属于较高承载区域，但仍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总体而言，中国资源要素综合承压能力和上文提及的人类活动强度的空
间布局具有一定错位，人地冲突已是在所难免。

就单要素承压能力而言，空间分异性特征均较为突出。土地资源的承压能力明显呈
现出由北向南逐级递减的趋势，即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集中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南
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土地承压能力较弱，而中部地区的土地承压能力界于北
强南弱之间。水资源的承压能力分布格局几乎和土地资源相反，即南强北弱，但是珠三
角城市群地区水资源承压能力较弱。能矿资源的承压能力较水土资源而言布局更为分散
（图4c），总体以黄河为界，北方更为集中，内蒙古、山西、青海等省市的能矿资源承载
能力较强且相对集中。然而，现今中国核心的经济活动多数需要多种资源要素的组合支
撑，这种人地要素空间失配的状况，无疑会增加人类对资源要素的利用难度。虽然可通

1070



6期 杨 宇 等：中国人地关系综合评价的理论模型与实证

过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人为调配资源的方式增强区域性的资源支撑能力，
但其对人—地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3.3 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力度

全国范围内，受生态环境约束紧的类型区包含 821 个县级单元，占全部国土的
27.85%，其中受生态环境约束极紧的县级单元440个，占比近10%。受生态环境约束较
松的类型区包含570个县，占全部国土面积的32.31%，其中受生态环境约束极松的县有
173个，占比为5.78%。受生态环境约束影响一般的县级单元996个，占比近40%（图5）。

从空间格局看，生态环境系统约束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
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汇地带以及青藏高原西南部，其他区域也有零散分布。这种格局也
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胡焕庸线。作为中国的综合地理分界线，这条线上多种生态问题交
织，包括降水、原生和次生地质灾害等，成为生态约束紧密区的集聚地。根据生态环境
系统约束力度评价的单向指标，全国受生态环境系统约束紧的类型区基本可归纳为两
类：一类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却又为重要生态屏障的区域，包括贵州、云南、重庆、四
川、西藏、山西、甘肃和内蒙古（东南部） 8个省市，全国范围内受生态环境约束等级
为“极紧”区域的约67%都集聚在这8个省市。同时，这些省市内部受生态环境约束等
级为“较紧”和“极紧”的区域比例也均超过50%，生态环境系统约束较紧的区域布局
和全国的生态保护区有一定程度重合。另外还有一类主要因环境容量不足而导致生态环
境系统整体约束较紧的区域，其典型代表是上海市。上海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 0.07%，
但其中分别有53.11%和26.46%的区域处于“极紧”和“较紧”的生态环境约束等级，受
生态环境约束相对较小的区域还不足2%，过小的国土空间内汇聚着过多的污染废弃物，
导致环境容量相对缩小。重庆和天津与此类似，分别有79.54%和55.25%的国土受生态环
境约束较紧。受生态环境约束相对宽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东北以及中部黄淮流域
一带，尤其以黑龙江、吉林、安徽和新疆4个省份为主要集聚地，这4个省份生态环境约
束等级为“极弱”的区域面积占到全国同等类型区域面积的近70%。

图4 2015年中国核心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
Fig. 4 Geography of core resources capacity of Chin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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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
中国多数区域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较低，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大

于西部，北方高于南方的空间格局（图 6）。具体来说全部评价单元中，仅有近 1/5的区
域人—地系统开放程度“较高”，其中开放程度处于“极高”等级的区域一半以上集中在
东南沿海地区，约占全国同等类型区的 63%，而位于东北地区的最少，还不足 1%。3/5
的区域人—地系统开放程度“较低”，其中多半集中于西部地区，约占全国同等类型区的
78%。就区域内部而言，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地系统开放程度“极高”区域的
占比分别为 37.23%、14.11%和 11.19%，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7.60%，而西部地区较

图5 2015年中国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力度
Fig. 5 Geography of ecological constraints of China in 2015

图6 2015年中国人—地系统的开放程度
Fig. 6 Geography of man-land system of Chin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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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为 2.18%。人—地系统开放程度“较高”和“一般”的区域分布格局与此类似，
也是只有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地系统开放程度“极低”区域的占比，除
了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80%，达到62.03%之外，其他三大板块均远低于全国均
值，尤其是东部地区仅为 3.27%。相较而言，东部地区人—地系统的整体开放程度最
高，中部地区紧随其后，东北地区属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最差。

人—地系统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也具有依托城市群布局的特性。城市群内人—
地系统处于高等级开放状态的区域面积占全国同等级别类型区面积的82%，且大多集聚
在四大板块当中的核心城市群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海峡西
岸、成渝、山东半岛等。以上提及的7个城市群中集聚的“极高”开放等级的区域占全
国同等级别类型区的57.19%。其中，长三角以17.38%的占比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就城
市群尺度而言，也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开放等级高的区域占比最大，分别达
到 72.83%和 67.97%，而京津冀为 34.7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京津冀和成渝作为国家
级城市群，但其人—地系统高等级开放的区域占比并不算高，主要原因在于除了中心城
市之外，其他地区的系统开放程度较低，导致城市群整体开放程度不高。山东半岛高等
级开放的区域比例已高达71.51%，甚至超过珠三角地区。就更小的城市尺度而言，城市
群内的核心城市地区人—地系统开放等级也相对较高。如西部天山北坡的乌鲁木齐和成
渝城市群的重庆、成都，东北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的长春、沈阳，中部中原城市群和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郑州、武汉、南昌，东部的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
西岸等城市群的青岛、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这些核心城市内人—地系统高等级
开放的区域比例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5 人地关系的综合状态

全国人地关系状态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图7），且整体上并不如人们想象的严峻。从
全国层面看，绝大多数区域的人地关系处于宽松或协调状态，两种类型区分别包含 569
个和976个县，占全部国土的46.94%和38.62%。全国仅有13.32%和1.12%的区域人地关
系处于“相对紧张”和“极度紧张”状态。分别有42个和527个县处于“极度宽松”和

“相对宽松”状态，占全部
国土的 7.01%和 39.93%。还
有 927 个县的人地关系处于

“基本协调”状态，占全部
国土的38.62%。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处于基本协调状态
的区域内，仅有 5.07%处于
高水平协调状态，占全部国
土 的 比 例 仅 为 1.96% ；
44.13%处于低水平协调状
态，占全部国土的 17.04%；
还有50.80%处于拮抗协调状
态，占全部国土的 19.62%。
这表明，中国现代人地系统
总体演进等级还相对较低，
处于高生产力水平下人地协
调阶段的区域极少。此外，

图7 2015年中国人地关系状态的空间格局
Fig. 7 Geograph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Chin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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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真对待处于拮抗协调阶段的人地关系，该阶段人地关系的状态还十分不稳定，处
理不当极易引发人地冲突。

空间布局上，人地关系状态从紧张到宽松等级的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从沿海向内陆
阶梯式推进的空间特征。即人地关系紧张的区域多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东部沿海10省
处于“相对紧张”和“极度紧张”状态的区域分别占全国同等类型区的 64.52%和
26.71%，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等区域。而人地关系宽松的
区域多位于西部地区，处于“相对宽松”和“极其宽松”状态的区域分别占全国同等类
型区的84.32%和80.14%，主要位于内蒙古高原、天山北坡等偏北地区。人地关系基本协
调的区域穿插于各种类型区之间，空间布局较为分散。

从区域尺度看，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相对紧张的区域整体多于宽松区域，且处于协调
状态的区域其协调等级较高。处于“相对紧张”和“极其紧张”的区域分别占比为
36.40%和 7.38%，处于“相对宽松”和“极度宽松”的区域分别占比为 19.52%和
1.51%。还有35.18%的国土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其中绝大多数处于“拮抗协调”和

“高级协调”状态，两者分别占比为66.13%和25.70%（图8）；中部地区最明显的特征是
不存在“极度宽松”的人地关系状态，且处于“基本协调”状态的区域面积达到
51.49%，其中有73.01%处于“拮抗协调”阶段，人地关系状态稳定性较弱，需要慎重引
导人地关系向更高等级演进。东北地区整体的人地关系状态较为宽松，仅有 9.69%的区
域人地关系处于“相对紧
张”或“极度紧张”状态，
55.96%的区域处于“相对宽
松”或“极度宽松”状态，
34.35%的国土处于“基本协
调”状态，其中仅有 6.63%
属于高级协调，东北地区人
地关系的协调等级相对偏
低；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状
态 和 东 北 地 区 类 似 ， 在
37.29%的基本协调区域内，
多半为低级协调（55.64%），
仅有 1.09%的区域处于高级
协调阶段。这表明西部地区
的人地关系演进阶段也相对
偏低，且稳定性较差。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概括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基
于县级单元数据，对全国层面的人地关系状态及空间格局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发现：

（1）全国范围内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面积并不大，但高强度人类活动在空
间布局上具有明显依托城市群和交通干线以及核心交通枢纽集聚的特性，即高强度人类
活动将压力施加在了少数区域，这些少数区域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还可能会持
续增加，为人地冲突的集中爆发埋下了伏笔。

图8 2015年中国人地关系的协调等级
Fig. 8 Coordina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Chin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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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近 1/3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约束较为紧密，集中布局在中部偏西及西南地
区，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以及青藏高原西南部是生态
环境系统约束紧密区域的集聚地，其他区域也有分散布局。约1/3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约
束较为宽松，主要布局在东北、西北及中部的黄淮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力度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

（3）全国人—地系统开放等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总体而言，东南地区的人—
地系统开放等级相对较高，西北地区相对较低。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是高
开放等级人地系统的聚集地。

（4）资源要素的综合承压能力空间布局较为分散。相对来说，东北三省及长江沿线
以南的云南、广西等省份的资源综合承压能力较强，而东南沿海地带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的浙江、山东、湖北等省份以及北京和上海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区域，资源综合承载能
力却较弱。就资源单要素而言，水土和核心的能矿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差异性大且失配度
高。中国的这种资源及资源承压能力分布格局，增加了区域性的人地矛盾，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人为利用资源的难度和强度，进而增加了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

（5）全国层面的人地关系整体以宽松状态为主。处于紧张状态的区域约为 14.44%，
且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尤其是核心城市群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虽然以宽松
型的人地关系为主。但人地关系协调类型中，东部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等级较高，而西部
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等级较低。

地理学向来以综合性和复杂性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科学的学科特色。如
何评价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诚如本文所言，人地系统本身就是一个
复杂的、开放的巨型系统，加上人地关系的内涵在不停演变，人地关系的核心要素也随
之发生变化，全面评价人地关系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技术和数据方面的挑战。本文尝
试着从人类活动的施压强度、核心资源要素的支撑能力、生态环境的约束力度和系统的
开放程度4个方面，构建了一套评价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流程，本着典型性、代表性、可
比性和数据可获取等原则，关键指标的选取尽可能反映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及其
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关键指标并不能涵盖人地关系的全部内涵，且关键指标之
间也并非是独立的变量，而是相互影响的，且各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影响机理还存在因
时、因地、因尺度不同而发生变异。无论是关键指标的选取还是要素之间关系的处理上
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从评价结果来看，全国层面的宏观结论和典型城市群区
域的结论，与长期从事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的很多经验判断一致，符合对人地关系的实践
认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模型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希望本研究的思路可以为人
地关系综合研究抛砖引玉，提供新的评价视角，为认知中国人地关系提供一定的科学借
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主体功能区划所确定的不同功能区，还是生以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为基础的空间规划编制，万变不离人地关系的合理调控。在未来国土空间开
发与保护中，要特别注意对不同区域、不同状态的人地关系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尤其是
人地关系趋紧的区域，要合理协调人类活动压力与资源要素的承压能力，处理好保护与
开发的关系，并通过系统开放性缓解局部紧张的状态，以推动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可持续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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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China's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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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onship is a classic concer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which is also a research
field where China's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has made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e connotation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 changes
constantly during its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Therefore,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n the status
of modern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is the basis for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it with
which paths of coordinating conflicts between man and land can be sought. Based on the
territorial system theory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 and a review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man-land relations using the following four indicators: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carrying capacity of core resource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openness of man-land system. Counties are taken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s in
the evaluat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found: there are appa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in terms of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t
follows the layout of cor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carrying capacities of core resources take
on a relatively disperse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land, water, core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which intensifies the
tension of regional man- land relationship; areas with stro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s are concentr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Heihe-Tengchong Line (also known as the Hu
Huanyong Line) and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overall, the level of
openness of China's man- land system is not high, with relatively open are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bout 86%
of the regions in China are faced an unstrained man-land relationship, but noticeable man-land
conflicts are found in some areas,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man- land relationship is relatively unstrained though the level of man- land
system evolution is low.
Keywords: man- land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oretical model;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ecological constraints; system openne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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